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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泥质区 24Z 孔沉积物粒度特征及对洪水事件的沉积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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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长江口泥质区 24Z 孔的沉积物柱状样进行了粒度和元素分析, 根据沉积物的粒度特征可将岩

芯从下到上分为 3 个阶段: A 阶段(1931—1964 年)粒度参数的波动较小, 各层位平均粒度Φ在 5.58~7.65; 

B 阶段(1964—1983 年)粒度参数波动范围比 A 阶段更小, 整个阶段没有出现明显峰值, Φ在 6.51~7.37; 

C 阶段(1983—2003 年)粒度参数波动范围明显增大, 出现多个峰值, Φ 在 5.59~7.46。元素 Zr 和 Rb 质

量比(mZr/mRb)的大小实际上反映了粗粒级矿物与黏土粒级矿物的相对含量的高低, 24Z 孔的沉积物中

mZr/mRb 波动范围在 1.02~3.59, 出现了多个明显的峰值。利用 24Z 孔沉积物平均粒度和 mZr/mRb 识别出

多个突变层位, 结合长江中下游洪水水文记录, 发现突变层位年代与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水文洪水年

份有着较好的对应, 这可能与长江主泓的变化有关。对比突变层位与正常层位的粒度特征, 突变层位

沉积物的粒度频率曲线呈负偏态且峰高而尖, 正常层位粒度频率曲线呈正偏态且峰低而宽, 同时, 概

率累积曲线也指示突变层位沉积物在沉积过程中受到了更强的水动力作用。研究长江口泥质区南部

24Z 孔的沉积物粒度特征和对洪水事件的沉积响应, 可以更好地了解长江洪水所携带的粗颗粒物质在

长江口泥质区的分布范围, 有助于重建长江流域古洪水从而更好的认识长江流域洪水发生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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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泥质区海陆相互作用强烈 , 沉积物记录

了丰富的地质环境演化信息, 沉积物的粒度指标是

反应沉积变化的重要指标。肖尚斌等[1]对浙闽沿岸长

江泥质区千年尺度的沉积物粒度进行了研究, 杨作

升等[2]对长江口泥质区沉积物粒度变化的影响因素

进行了探讨, 认为影响长江泥质区粒度变化的主要

原因是长江入海主泓的变迁。但是到目前为止, 对

于长江口泥质区年际粒度变化的影响因素仍有一

些争议 [3-6]。 

长江洪水灾害是我国频率高、为患严重的自然

灾害之一[7], 近百年来, 长江洪水频发严重危害了社

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已有研究表明, 全球变暖可

能进一步影响大河流域的旱涝变化 [8], 从而增加了

洪水发生的概率。因此研究长江流域洪水发生的规

律, 成为了我国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大洪水期

间, 沉积物的粒度和化学特征往往发生明显改变。与

陆地环境中沉积物暴露在空气中并受到侵蚀相比 , 

海洋沉积物的事件沉积序列通常保存较好[9]。因此, 

近十几年来, 很多学者选择在长江口附近的水下区

域进行洪水重建的研究[9-14]。但是前人在重建长江洪

水时选择的站位一般局限在长江口门附近及长江口

水下三角洲北部区域 [9-11], 目前对于长江口泥质区

南部重建古洪水的情况尚不清楚。 

因此, 本研究对 24Z 孔开展了粒度和元素的分

析工作, 分析长江口泥质区的南端沉积物的粒度特

征, 并尝试利用平均粒度、元素 Zr 和 Rb 质量比

(mZr/mRb), 在百年尺度上研究长江口泥质区南端对

长江中下游洪水的响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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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背景 

长江口泥质区空间上位于长江水下三角洲前缘

斜坡的下端[2], 该区域附近流系主由长江冲淡水、台

湾暖流、黄海沿岸流、东海沿岸流组成(图 1)。长江

入海泥沙在长江冲淡水的推动下, 约有 40%堆积在南

北港的口门附近, 约有 30%堆积在长江口泥质区[15]。

长江口泥质区的沉积物组成以黏土质粉砂为主, 近

百年来平均沉积速率 3.5 cm/a, 沉积速率最高可达

5.4 cm/a[2, 16-19]。大通水文站距长江河口近 680 km, 

位于长江感潮河段最上段, 为长江径流量的总控制

站, 控制流域面积占长江总流域面积的 95%, 是长

江入海水沙的参考站[20]。大通站入海流量和泥沙量

的数据[21-23]显示(图 2), 1930—2003 年长江入海径流

量没有明显的降低, 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1930—

2003 年平均入海径流量 921.32 km3/a。1955—2003

年长江入海泥沙量持续减小, 1964 年最大为 674.70× 

109 kg/a, 2003 年最小为 147.66×109 kg/a。 

 

图 1  站位位置图和长江河口河汊形势图[2, 24] 

Fig. 1  Maps of the sampling site and river branches in the Yangtze Estuary[2, 24] 

YSCC: 黄海沿岸流; CDW: 长江冲淡水; ZCC: 浙闽沿岸流, 实线代表冬季, 虚线代表夏季; TaWC: 台湾暖流 

 

图 2  长江入海径流量及泥沙量变化(据文献[21-23]改绘) 

Fig. 2  Variation of runoff and sedi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altered form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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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河口复杂的地形地貌及其演变对长江入海

泥沙在河口局部空间的分布有很大的影响[2]。长江河

口在平面上呈现三级分汊, 四口分流的格局[24](图 1)。

第一级分汊被崇明岛分为南北两支, 第二分汊是南

支在吴淞口以下被长兴岛和横沙岛被分为南港和北

港, 第三级分汊是南港被九段沙分隔为南槽和北槽。

长江河口流路的分汊和对应入海主泓位置的演变直

接影响到入海水沙与长江口泥质区距离的远近, 继而

影响入海泥沙不同粗细的组份到达泥质区的距离[2]。 

2  材料与方法 

2.1  样品情况 

24Z 孔(122°44′22.2″N、30°30′2.6″E)岩芯是由中

国海洋大学“东方红 2 号”科考船于 2003 年 4 月在

长江口泥质区取得 , 取样方式为重力取样 , 该站位

水深约 41.3 m(图 1)。24Z 孔岩芯全长 247 cm, 上下

两端无缺失, 主体呈青灰色, 成分均一, 以黏土质粉

砂为主, 夹有细砂质、砂质粉砂薄层。所夹薄层主要

出现在 0~90 cm 段, 颜色为灰黄色, 厚度在 2~10 mm, 

呈层状分布。 

24Z 站位在进行多环芳烃沉积通量的研究中已

经进行了年代测定, 采用 CIC 模式(恒定通量—恒定

沉积速率模式)来测得该区域的沉积速率为 3.38 cm/a, 

对应沉积年代为 1930—2003 年(图 3)[16]。 

 

图 3  24Z 孔 210Pb 测年(据文献[16]改绘) 

Fig. 3  210Pb dating of hole 24Z (altered form [16]) 
 

2.2  样品处理和测试 

岩芯沉积物的粒度分析测试在中国海洋大学海底

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完成。粒度分析利用

的是英国马尔文公司(Malvem)生产的 Mastersize2000 型

激光粒度分布测量仪, 岩芯取样间隔为 1 cm。样品

首先经过浓度为 30%的双氧水和 1 mol/L的盐酸浸泡

处理, 去除有机质和碳酸盐, 然后用 0.5 mol/L 六偏

磷酸钠作为分散剂制成悬浊液, 静置 24 h 后上机分

析, 激光粒度仪测量范围为 0.02~2 000 μm, 重复测

量的误差小于 3%。 

岩芯沉积物的元素分析测试也是在中国海洋大

学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完成。元

素分析利用的是能量色散型台式偏振 X 荧光光谱仪

(XRF), 岩芯在 0~170 cm 处取样间隔为 1 cm, 在

170~247 cm 处取样间隔为 3 cm。首先取 4 g 左右的

样品进行烘干研磨, 然后将样品装入半径为 16 mm

的聚乙稀塑料上机杯内 , 将杯中样品压实 , 并保证

底部薄膜和样品的平整, 最后上机进行元素含量的

测定, 每分析 10 个样品中保证加一个标样, 测试的

相对误差小于 2%。元素分析主要测试了常量元素 Si、

Fe、Mn、Mg、Mn、Ca、Na、Ti、P、K、Cl、S 和

微量元素 V、Cu、Ni、Pb、Zn、As、Sr、Ga、Rb、

Zr、Nb、Y 的含量, 在本次研究仅使用到了与粒度密

切相关的 Fe、Ti、Sr、Zr 和 Rb 的含量。 

3  结果 

3.1  粒度特征 

该岩芯沉积物类型均为黏土质粉砂(图 4)。粉砂

的组分百分比波动较大, 在 60.31%~89.91%; 黏土的

组分百分比在 9.75%~39.52%; 砂的组分百分比在

0.09%~17.43%。 

根据岩芯沉积物组分百分比的变化和粒度参数的

波动情况将其分为 3 个层段(图 4)。A 段(136~247 cm, 

1931—1964 年), 各个层位平均粒度 Φ 波动范围在

5.58~7.65, 偏态波动范围在 0.05~0.48, 分选系数介

于 1.24~2.10, 峰态波动范围在 0.86~1.56, 粒度参数

的波动较小; B 段(70~136 cm, 1964—1983 年), Φ在

6.51~7.37, 偏态波动范围在 0.03~0.17, 分选系数介

于 1.43~1.80, 峰态波动范围在 0.89~1.07, 该段相较

于 A 段粒度参数波动范围更小, 整段没有出现明显

峰值; C 段(0~70 cm, 1983—2003 年), Φ在 5.59~7.46, 

偏态波动范围在 0.04~0.43, 分选系数介于 1.45~1.96, 

峰态波动范围在 0.88~1.25, 该段粒度参数的波动范

围明显增大。A 段 Φ平均为 7.32, B 段 Φ平均为 7.14, 

C 段 Φ平均为 6.65, 粒度从下到上逐渐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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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岩芯粒度组成和粒度参数变化 

Fig. 4  Core particle size composition and grain-size parameter variations of hole 24Z 

 

3.2  元素特征 

本研究选取了 Sr、Ti、Zr、Rb、Fe 这些和粒度

密切相关的元素(图 5)。元素 Sr、Zr、Rb 的波动变

化情况和粒度波动情况相似, 在 C 段 0~70 cm 处, 元

素含量波动大, 在 B 段 70~136 cm 处, 元素含量较为

稳定, 在 A 段 136~247 cm 处, 元素含量存在波动, 

但是波动范围较小。此外, Zr 和 Rb 的含量具有较好

的反相关。元素 Fe 和 Ti 的含量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 

在 0~185 cm 处波动不大, 在 185 cm 处以下随着深度

增加含量增加, Fe 在 23 cm、67 cm 处出现两处峰值, 

Ti 在 23 cm、57 cm 和 141 cm 处出现三处峰值。 

Zr 元素的独立矿物是锆石和斜锆石, 由于锆石

抗风化能力强, 与石英等稳定矿物一起在粗颗粒中

富集[25-26]。沉积物中 Zr 的质量比变化较大, 波动范

围在 151.61~323.96 mg/kg, 标准差 39.41 mg/kg, 标

准差较大说明了各层位沉积物 Zr 含量的的离散程度

较大。元素 Rb 属于典型的分散元素, 在风化过程中, 

Rb 趋向于在黏土矿物等细颗粒中富集[27-28]。沉积物

中 Rb 的质量比波动范围在 90.22~154.73 mg/kg, 标

准差 13.34 mg/kg, 说明了 Rb 含量的波动范围小。

mZr/mRb 的大小实际上反映了粗粒级矿物与黏土粒级

矿物的相对含量的高低[25, 29]。沉积物中 mZr/mRb 波动

范围在 1.02~3.59, 平均为 1.59, 标准差 0.51。 

4  讨论 

4.1  突变层位与洪水事件的对照 

长江流域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 , 雨量充沛 , 洪

水事件较多[30-31]。根据施雅风等统计[32-33], 在 1930— 

2003 年期间, 共发生了 16 次大洪水。长江洪水可

以按照覆盖范围分为全流域性洪水和区域性洪水

两种[34]。本次研究考虑长江流域洪水对下游的影响, 

选取了 1930—2003 年期间的全流域洪水和中下游

洪水, 共计 9 次(表 1)。在本次研究选取的 9 次洪水

中, 全流域洪水 3 次, 分别发生在 1931、1954 和

1998 年, 其中 1954 年洪水的洪峰流量(大通站)高达

92 600 m3/s。 

洪水期间水动力作用增强 , 导致沉积物粒度变

粗、粗粒级矿物含量升高。综合分析沉积物粒度、

mZr/mRb, 可以明显地识别出 24Z 岩芯的几个突变的

层位(图 6)。 



 

78 海洋科学  / 2020 年  / 第 44 卷  / 第 3 期 

 

图 5  24Z 站元素含量随深度变化情况 

Fig. 5  Variation of element content with depth in hole 24Z core sediments 

 
表 1  1930—2003 年间全流域洪水和中下游洪水(据文献

[33], 有修改) 
Tab. 1  Floods in the whole basin and downstream from 

1930 to 2003 (altered form [33]) 

洪峰流量/(m3/s) 
年份 区域 

大通站 汉口站 

1931 全流域特大洪水 — — 

1949 中下游大洪水 — 9 400*

1954 全流域大洪水 92 600 76 100 

1969 中下游特大洪水 — 62 400 

1980 中下游特大洪水 — — 

1991 下游特大洪水 — 66 700 

1995 中下游特大洪水 74 500 59 900 

1998 全流域特大洪水 81 700 — 

1999 中下游区域特大洪水 84 500 — 

注: “—”表示无数据; “*”为 6—9 月流量距平。 

 
在定年 1997—1998 年位置, 平均粒度和 mZr/mRb

为峰值, 推测对应于 1998 年和 1999 年洪水。依次对

应, 沉积突变层 1993、1990 年对应 1995、1991 年两

次洪水。沉积突变层测年 1980 年对应 1980 年洪水, 

沉积物突变层 1949 年对应了 1949 年洪水。部分层

位的对应年龄和洪水年份偏差 1~2 a, 这可能是由于

假定沉积速率恒定与实际沉积速率的差别导致的。 

1983 年沉积突变层峰高而宽, 且在该年份没有

全流域洪水及中下游洪水发生, 这可能是由于 1983

年汉江及长江中游发生洪水, 洪水切割江亚南边滩

形成江亚南槽 [24], 在江亚南边滩形成过程中大量泥

沙输入, 岩芯沉积物粒度和 mZr/mRb 发生突变。1983

年后, 南槽分流分沙比分别达到 50%和 60%左右[24], 

岩芯沉积物平均粒度变粗、粒度参数的波动性变大

(图 6), 这与杨作升等[2]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南北

槽分流分沙比变化导致了长江口泥质区粒度变粗、

粒度参数的波动性变大是一致的。 

突变层测年 2002 年和 1962 年没有对应洪水事

件, 但是 2002 年和 1962 年大通站洪峰流量都超过了

60 000 m3/s, 是正常径流量的 2~3 倍, 因此长江入海

过程中可能携带更多的粗颗粒物质, 导致 2002 年和

1962 年的峰值。1954 年、1969 年洪水对应年份的粒

度和 mZr/mRb 都没有出现峰值, 这两次洪水在该站位

没有留下沉积记录。1931 年、1938 年和 1945 年前

后的粒度峰值明显, 而 mZr/mRb 曲线相对较为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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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与元素测试的分样间隔变大有关 , 因此 , 综

合分析沉积物粒度、mZr/mRb 并不能确定 1931 年洪水

是否该站位留下了沉积记录。 

4.2  突变层位与正常层位的粒度特征 
一般而言洪水期的水动力作用强劲 , 这会导致

洪水期和非洪水期的沉积物粒度特征存在差异。我

们选取了突变层位(20、45、69、184 cm)和正常层位

(90、172、230 cm)进行对比(图 7)。 

根据沉积物的粒度频率曲线图(图 7a), 突变层

位和正常层位的粒度频率曲线都是单峰, 这说明了 

 

图 6  24Z 孔突变层位与水文记录洪水年份对比 

Fig. 6  Comparisons of flood events recorded by sediments in hole 24Z and flood years recorded in hyd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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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突变层位与正常层位粒度频率曲线(a)、正常层位(b)和突变层位(c)正态概率累积曲线 

Fig. 7  Grain-size frequency curves during flood and non-flood periods (a), cumulative normal-probability curve during non- 
flood period (b) and cumulative norma- probability curve during flood period (c)  

 
该位置沉积物的物源来源单一。正常层位的曲线峰

低而宽, 主峰在 8 μm 左右, 中值粒度和平均粒度小; 

突变层位曲线峰高而尖, 184 cm层位主峰在 20 μm左

右, 20、45、69 cm 层位的主峰都在 40 μm 左右, 可

以看出在突变层位中值粒度和平均粒度变粗, 代表

了水动力作用的增强。 

概率累积曲线图(图 7b, 图 7c)中, 突变层位的

概率累积曲线和正常层位的概率累积曲线存在着明

显差异。正常层位概率累积曲线为两段式, 在非洪水

期间沉积物主要搬运方式为悬浮搬运, 曲线较为平

缓, 说明沉积物以细颗粒物质为主, 分选性较好。突

变层位累积概率曲线为三段式, 沉积物主要搬运方

式也是悬浮搬运, 但是在突变层位的概率累积曲线

中可以明显看出两种不同水动力状态的影响, 较陡

一段主要指示强的水动力条件, 较缓一段主要指示

相对弱的水动力条件。对比突变层位和非洪水期岩

芯平均概率曲线, 显示突变层位的沉积物分选性差

且受到了较强的水动力作用。 

4.3  洪水事件的沉积响应 

1954 年、1969 年两次洪水事件都没有在沉积物

中留下记录, 尤其是在 1954 年洪峰流量(大通站)高

达 92 600 m3/s, 但粒度和 mZr/mRb 都没有出现峰值。

1949 年洪水虽然在沉积层中得到了响应 , 但是较

1980 年之后的突变层位, 该层位平均粒度和 mZr/mRb

都较小 , 粒度频率曲线和概率累积曲线也都显示

1949 年层位水动力环境较弱。整体来看, 1980 年前

沉积物记录不能和长江流域大洪水很好的对应。而

在 1980 年后, 沉积物的突变层很好的记录了多次洪

水事件, 且洪水层位的平均粒度和 mZr/mRb 较高, 粒

度频率曲线和概率累积曲线也都显示出沉积过程中

较强的水动力条件。 

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在以往的

研究中 , 杨作升等 [2]发现百年来长江口泥质区沉积

物粒度变化主要与同时期长江水沙入海主泓通道的

位置以及主汊道的分沙比三阶段演变相对应, 主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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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位置与泥质区距离的远近是影响泥质区粗、细

粒级含量变化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 洪水期水动力

强劲 , 长江携带大量粗颗粒物质入海 , 导致泥质区

沉积物粒度变粗, 因此粒度分布特征是洪水最直观

的指标[10]。长江流域主泓的改变是影响长江口泥质

区沉积物粒度特征的主要原因, 也进一步影响了洪

水事件的沉积记录, 我们认为长江主泓的变化可能

是影响该位置洪水记录的主要原因之一。1978—

1980 年南港分沙超过北港, 1983 年后南槽分流分沙

比达到 50%和 60%左右, 这可能使得该位置能够更

好地接受长江流域沉积物的洪水讯号, 导致在 1980

年后沉积物的的平均粒度变粗, 且突变层很好地记

录了多次洪水事件。同时, 不可忽略的是改革开放后

大量的人类活动会导致水土的流失, 这为长江入海

沉积物提供了大量的物质,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使

得长江在洪水期入海粗颗粒物质得到增强。 

5  结论 

1) 根据 24Z 孔沉积物的粒度特征将岩芯从下到

上可分为 3 个阶段: A 段 136~247 cm 处, 对应年代为

1931 年至 1964 年, 粒度参数的波动较小, 整段 Φ平

均为 7.32; B 段 70~136 cm 处, 对应年代为 1964—

1983 年, 整段各参数没有出现明显峰值, 整段 Φ 平

均为 7.14; C 段 0~70 cm 处, 对应年代为 1983—2003

年, 各参数出现多个峰值, Φ平均为 6.65。粒度从下

到上逐渐变粗。 

2) 1983 年左右沉积物粒度出现了一处明显峰值, 

且之后沉积物平均粒度变粗、粒度参数的波动性变

大。这可能是由于 1983 年汉江及长江中游发生洪水, 

洪水切割江亚南边滩形成江亚南槽 [24], 在江亚南边

滩形成过程中大量泥沙输入, 这一事件导致此后长

江南槽分流分沙比提高, 岩芯沉积物平均粒度粗化。 

3) 在 1980年后, 沉积物的突变层较好的记录了

多次洪水事件。我们认为长江主泓的变化可能是影

响该位置洪水记录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 改革开放

后大量的人类活动导致了水土的流失, 这为长江入

海沉积物提供了大量的物质,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

使得长江在洪水期入海粗颗粒物质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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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grain size and element content were analyzed in a columnar sediment sample of a hole 24Z 

core in an argillaceous area of the Yangtze Estuary. According to the grain siz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diments, the 

cor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rom bottom to top. In stage A (1931—1964), the fluctuation in the particle 

size was small, and the range in the average-particle-size (Φ) fluctuation ranged from 5.58 to 7.65. In stage B (1964—

1983), the fluctuation range of particle size was smaller than that in stage A, there was no obvious peak value in the 

whole stage, and the Φ fluctuation ranged from 6.51 to 7.37. In stage C (1983—2003), the fluctuation range of the 

particle siz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howed multiple peaks, and the Φ fluctuation ranged from 5.59 to 7.46. The 

mass ratio of elements Zr and Rb (mZr/mRb) actually reflected the relative content of coarse-grained and clay-grained 

minerals. The value of mZr/mRb 
in the 24Z pore sediments fluctuated from 1.02 to 3.59, and had many obvious peaks. 

Flood disasters due to the Yangtze River are some of the most frequent and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 This 

study represents the first attempt to reconstruct flood events at the southern end of the muddy area of the Yangtze 

Estuary based on the average sediment size and mZr/mRb. Compared with hydrological flood records, the timing of 

identified flood events have been well recorded since the 1980s. This may be related to the change in the main 

channel of the Yangtze River. A comparison of the grain-size characteristics of flood and non-flood layers shows 

that the grain-size-frequency curves of flood sediments are characterized by negative skewness with high and sharp 

peaks, whereas the grain-size-frequency curves of non-flood layers show positive skewness and low and wide peaks. 

The cumulative probability curves also show that the sediments of flood layers have been subjected to stronger hy-

drodynamic effects during the deposi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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